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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释】

⽑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持以推⾏“⽂化⼤⾰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

⻓林彪树为党的第⼆号⼈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上正式确定林

彪为⽑泽东的接班⼈。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

仪式）中，⼤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主席万寿⽆疆，敬祝林副主席

永远健康。”然⽽，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13⽇，林彪“仓

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三林彪出逃事件”。官⽅对

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这位居于“⼀⼈之下、万⼈之上”的“接班⼈”

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996年10⽉31⽇，王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对林

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可以说是⽑制造出

来的。”原中共中央⽂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平研究⼩组组⻓⾼⽂谦在蜚

声中外的⼤作《晚年周恩来》中也⽤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个⼩标题就

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要探讨的是，⽑泽东为什么、⼜是如何把⾃⼰钦

定的“接班⼈”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通过的新《党章》“史⽆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地位（“⽂⾰”

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

点发⾔，肯定了林彪在中国⾰命史上不可替代的“⽑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

表⾯上看，这次⼤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命⽣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

顶点的前⽅就是深渊，在“与⼈奋⽃其乐⽆穷”的⽑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

成为⽑泽东的“⽃争⽬标”。⾯对步⼊晚年的⽑泽东，林彪滑⼊政治深渊的速度

⽐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

⼏可⽤林黛⽟在《葬花词》中的⼀句话来形容：“⻛⼑霜剑严相逼”。⼀年之后

就发⽣了“九·⼀三林彪出逃事件”。

⼀、“九⼤”政治报告⻛波：“九届⼆中全会”⾼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谈到1970年在庐⼭召开的“九届⼆

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争”，其中的⼀⽅是⽑⾃称的“⽆产阶级司令

部”，另⼀⽅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的坚定⽀

持者，⼜是⽑钦定的“接班⼈”，⽽陈伯达⾃“⽂⾰”开始以来⼀直是“中央⽂⾰”组

⻓，是⽑的“⽂⾰派”主将，为什么⽑认为这两个“⽆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物联

合起来反对⾃⼰的“⽆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件宣称，林彪、陈伯达“⼀夥”的主要“罪⾏”是，在1969年筹备召

开“九⼤”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份令⽑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

1973年8⽉，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

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命，认为‘九⼤’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产……。”但是，究竟这

份导致“⽆产阶级司令部”重⼤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

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

⾏”，但对这⼀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度保密，不仅在⽑泽东亲⾃领导、

“四⼈帮”把持媒体全⼒掀起的“批林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报告草



稿，甚⾄在“四⼈帮”倒台后对“林彪反⾰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

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泽东甚⾄硬着头⽪批准下

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报告就⼀

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份为“九⼤”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571

⼯程’纪要”更尖锐。还有⼀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

展⽣产”⽐⽑泽东主张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命”更得⼈⼼，若公布这⼀观点

的具体内容会对⽑泽东⾮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产”，也不能说

这种看法与⽑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16⽇，⽑泽东与两位阿

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年发动，第⼆年

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多次作过类似表示。⽐如，在

1968年10⽉的“中共⼋届⼗⼆中全会”上⽑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化

⼤⾰命进⾏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

差不多了[3]。”如果⽑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时政治报告

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泽东关于“三年结束‘⽂⾰’”的说法倘若

并⾮其真意，只是“虚晃⼀枪”，那么，提出“九⼤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产”的

说法当然会令⽑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泽东⽆限崇拜的政治环

境⾥，恐怕没有⼈会从这个⻆度去理解，⽽⽆条件接受⽑泽东与林、陈之间的

分歧是“两条路线⽃争”的宣传倒是很⾃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

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作⽤？上⽂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

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

草九⼤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元⼆⼈，⼀个⼈天天往⽑家湾

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

于是林彪在党的九⼤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元去



他那⾥（⽑家湾）谈了⼀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

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个提纲，题⽬是‘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奋⽃’，下列了⼏个⼩标题，陈带着这个

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下⾯⼗个⼩题⽬……”陈伯达还对

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样”，他要⾃

⼰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

任务应该是抓⽣产了，就是说，经过了⼀场政治上的⼤⾰命，必然要掀起⽣产

上的⼤跃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个说陈伯达“天天往⽑家湾跑”，⼀个则只说陈伯达

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字看，林彪应是⽀持

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

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的回忆中，却⼜有另外的说法。林彪

在准备“九⼤”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写的现成稿⼦，⽽只愿意

⾃⼰顺⼝讲。因此，我想搞个平⾏作业，既准备⼀个正式发表⽤的稿⼦，⼜准

备⼀个讲话⽤的条⼦。”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头讲话，还是⽤⼗⼆中全会

讲话的那六个题⽬[6]。”林彪所说的“⼗⼆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是：“⽂化⼤

⾰命”的意义；“⽂化⼤⾰命”的胜利；“⽂化⼤⾰命”中的两条路线⽃争；⽑主席

对⻢列主义的发展；中国⾰命在世界上的作⽤；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

⽬看，林彪对“九⼤”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报告的主题就⼤不⼀样

了。两⼈的想法既然不同，⼜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

“中央⽂⾰”否决了，⽑泽东决定改由康⽣牵头，张春桥、姚⽂元执笔重新起

草。陈伯达还不⽢⼼，⼜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

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



脑⼦⼀热，⼜对陈伯达的东⻄发⽣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

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报告究

竟起了多⼤作⽤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

桥、姚⽂元起草的“九⼤”报告⼗分反感。据张云⽣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

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眼没看”，只注意⽑泽东的批示和修改

[9]。3⽉底，周恩来把经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

定，林彪⼀字未看，就在稿⼦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可奈何[10]。

林彪在“九⼤”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

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的政治报告改⽤张春桥、姚⽂元起草的稿⼦不

满，在‘九⼤’上，他只是照着稿⼦念了⼀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还对叶群

说：“多念错⼀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

之情，可⻅⼀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政治报告这件事上，⽆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

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泽东

深藏⼼中的真实想法，⼜对深受⽑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已，结果林彪

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九届⼆中全会”上的所谓“⼋⽉逆流”

⽑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

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争[13]。”在未公

开的《姚⽂元⽇记》中，姚⽂元提到，⽑泽东称“九届⼆中全会”上发⽣了“⼋⽉

逆流”。“⼋⽉逆流”到底“逆”了什么？⾄今未⻅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这个

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组讨论中发表⾃

⼰的看法罢了。这些意⻅主要是两⽅⾯：⼀是拼命颂⽑表忠，⼆是不点名攻击

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泽东思想，不忠）。令⽑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点，即

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泽东。据⾼⽂谦

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

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泽东思想为

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泽东

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是江⻘的意⻅，是江⻘在背后捣的⻤。你可以讲，

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段⼜⼀段地讲述⽑泽东的丰功伟

绩，好像是官样⽂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13⽇中央宪法修改⼩组讨论会上的

争吵内幕的⼈，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泽东的要

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

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组会上的发⾔调⻔⾼，

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主席”的“野⼼家”、“坏蛋”。陈伯

达、陈毅在⼩组会上的发⾔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会上点了“⼆陈合

流”，给陈毅造成了很⼤的精神压⼒[15]）。

在⽑泽东的眼⾥，林彪和与会绝⼤多数代表都把⽭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

谋。其实，“九届⼆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些原因：

⾸先，在1970年8⽉13⽇中央宪法修改⼩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了

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章中删掉

“⽑泽东思想是全国⼀切⼯作的指导⽅针”⼀句，后来⼜⼤讲⽑泽东在⼀次接⻅

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列主义，这是个讽刺”⼀类的

话[16]。在“九⼤”前后，对⽑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潮，在这样的⽓氛

中，张春桥的这些⾔论显然属于⼤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中全会”的⾼级⼲



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辫⼦”，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忠于⽑泽

东的坚定⽴场。

其次，张春桥⼀贯⽀持造反、夺权，⽽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

⼲部⼏乎⽆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持上海第⼆军医⼤学“红

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邱会作的命；⼴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州军

区司令员⻩永胜，使⻩在⼴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

派”逼得躲到⼤别⼭⾥；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

头烂额；外交部⻓陈毅在“九⼤”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组的批

判围攻……这些⼈早就对张春桥有⼀肚⼦的怨⽓。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过“炮打张

春桥”事件，“九届⼆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部对江⻘的狐假⻁威、颐指⽓使早已忍⽆可

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天，因情绪失控⽽⼤骂过江⻘⼀

次[17]；还有⼀次他还扬⾔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军队将领“⼤闹京

⻄宾馆”时，⻩永胜在发⾔中公开说：“希望中央⽂⾰多听⽑主席的话，特别是

江⻘同志要多听⽑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忌器”⽽不敢直接反对江

⻘。张春桥是江⻘的⼼腹⾼参，是“中央⽂⾰⼩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谋

深算的⻆⾊，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击。

总之，出于各⾃不同的原因，“九届⼆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致声讨“阴谋家”，

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氛，在⽑泽东看来“⼤有炸平庐⼭、停⽌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康⽣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陈伯

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权⼒机构，⼀切意⻅均可在会上公开表

达，⼀切⼤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

的“⼀⾔堂”。当⽑泽东在“九届⼆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他的

“⽂⾰”路线的党内阻⼒⾮常⼤，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刻⼤动

“天⼦之怒”。他重施故伎，利⽤个⼈崇拜⽓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

份⼤字报“我的⼀点意⻅”，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的个⼈权威

被推⾄颠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点意⻅”⼏乎等同于⼀⾔九鼎的“圣旨”，

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

“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泽东的“我的⼀点意⻅”中，⽑抓住“九届⼆中全会”上党内⾼层议

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事发难。中央⽂件甚⾄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

要“抢班夺权”，⽽这⼜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所谓的“设国

家主席”问题，有如下⼏个要点：

⾸先，当时⽑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

担任国家主席⼀职，就反对设⽴国家主席这⼀职位。⽑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

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

的职位，任凭⾃⼰的兴趣决定取舍。⽽且，“九届⼆中全会”初期，⽑泽东其实

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多数⼈坚持“设国家主席”⽽动怒[21]，他后来抓住“设国

家主席”⼀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层除了⽑泽东本⼈外，都认为国家主席⼀职只能由⽑泽东担

任。“设国家主席”⼀议既⾮林彪⾸倡，也⾮林彪独撑。“九届⼆中全会”前夕，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主张设国家主

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陈伯达、林彪）。绝⼤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议说成是林彪个⼈的阴谋，



并⽆根据。在“九届⼆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

国家主席的，只有⼀⼈，即江⻘集团的“顾问”康⽣。但⽑泽东却从未因此⽽批

评康⽣。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道

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且具备担任这⼀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

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根据，⽽证明林彪不愿当国

家主席、甚⾄不愿当“接班⼈”的根据却有不少。

林彪死亡后，中央⽂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

⽆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泽东的⼀块⼼病。

三、⽑泽东的“⼼病”：林彪地位上升

⾼⽂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

作为接班⼈，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后，林彪在政治上⽻翼

丰满，尾⼤不掉，成为⽑的⼀块⼼病[22]。”

林彪的“接班⼈”本来就是⽑⼀⼿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中让军队“⽀

左”、介⼊地⽅政治⽃争，并由军队⼲部主持各地、各单位⼯作，使“⼀元化领

导”的各级⾰命委员会⼏乎全由军⼈所把持，这也是⽑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

“九⼤”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完全是⽑泽东⾃⼰⼀⼿造成的。据

《晚年周恩来》⼀书介绍：“林彪……⾮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军委办事

组⼏乎是他清⼀⾊的⼈⻢；⽽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把⼿多

半是奉命⽀左的军队⼲部⽽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

⼀⼤势⼒[23]。”《剑桥中华⼈⺠共和国史》“⽂化⼤⾰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

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泽东⾃⼰造成的，可是⼀旦⽑觉得林彪似乎有“⽻

翼丰满、尾⼤不掉”之势，他⼜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权独揽的⽑泽东最担⼼

的就是“⼤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选定的“接班⼈”，他甚⾄亲⾃推荐并

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权⼒构成

了威胁，⾃⼰的“⼤权旁落”了，“接班⼈”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

夫”，便要被拉下⻢来⽽且不得好死。“九⼤”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

部”才刚刚被“摧毁”，⽑泽东⼜⼀次为“⼤权旁落”担忧起来。他⼀贯信奉“枪杆⼦

⾥⾯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是军⼈出身，“九⼤”会场上满眼都是军⼈，苏

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泽东⼝头上称

“九⼤”是“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翼丰满、尾⼤

不掉”的新任“接班⼈”林彪。⽑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

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说”只是

⽑的⼀个借⼝⽽已，⽽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旦起了疑⼼，就

“疑⼼⽣暗⻤”了。

⽑泽东在“九届⼆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在“九届⼆中全会”上的

“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件中，这个“要当

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

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事代替。⽑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设国家主

席”⽽是他疑⼼有⼈“要当主席”。对于⾃⽐秦始皇的⽑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

容他⼈酣睡？⽑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中⼼、另拉⼭头、

另设司令部”，谁就成为⽑的打击对象。

其实，⽑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个⼈的疑⼼⽽已。林彪⻓期

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男⼥，⼈之⼤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

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回忆：“我在林彪身边⼯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

件’，差不多天天都能⻅他⼀⾯，所以可以说，我对‘⽂⾰’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



解。然⽽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

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撒⼿’。”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泽东委托

主持军委⽇常⼯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常’军委⼯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

别是‘⽂化⼤⾰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常’⼯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叶剑

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时群⻰⽆⾸，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

正副组⻓的‘军委办事组’照应‘⽇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

办事组’改组后，⻩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部下’组成的清⼀⾊‘办

事’班⼦，叫⼈⼀看就感到有‘搞⼭头’之嫌。但那是⽑主席钦定的，林⼜是⽑可

以信赖的‘接班⼈’，因此这个‘清⼀⾊’倒可成为抵挡⼀切‘复辟’梦想的⼀道屏障。

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主席掌舵，下头靠

有个可以办事的⼯作班⼦挡挡军内⽇常事务。”“军委办事组⾃1967年夏成⽴，

到1968年3⽉改组，再到‘九⼤’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我调离‘林办’，我

没⻅到⼀次林彪接⻅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

⼯作给予⼀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永胜领衔的军委办

事组，他们在什么地⽅‘办事’⼜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

年，林彪在住地⽑家湾的会客厅只召⻅军委办事组的⻩、吴、李、邱四员⼤将

⼀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且只有20多分

钟。”“⻩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和总参谋⻓前后，林彪只⻅他两次。”“吴法宪可

算林彪的亲信，但⾃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过

他。”“……林彪与李作鹏并⽆‘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海

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举’、‘突出’、‘有⼲劲’的李（作鹏）、王（宏

坤）、张（秀川），因⽽在⼤会堂接⻅过⼀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

李作鹏再⽆单独接触。 ” “邱会作在 ‘⽂⾰ ’期间从没得到单独⾯⻅林彪的机

会。”“⼜有⼈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婆叶群……依我看，这

话只说对了⼀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

外边胡作⾮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听到⼀些，⼜是经叶群⽤花

⾔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作⼈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处于病态的林彪受



叶群摆布，但⽆能为⼒。”“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乎从不

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作出了成绩有她⼀份，出了是⾮她

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两军’⼯作、部队战备训练

以及⼈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26⽇召开的“⼋届⼗⼆中全会”第⼆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

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作，主要是⽑主席领导的，具体执⾏主要是中央

⽂⾰，特别起作⽤的是江⻘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同志以及中央⽂⾰其

他同志。⽽我呢，⽼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

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作也做得不多

[27]。”即便如此，⽑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泽东是个权谋⼤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

彪从“接班⼈”的位置上拉下⻢来。熟读古籍的⽑很善于运⽤古代帝王的欲擒故

纵⼿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之前，却当⾯向林彪许诺，声称⾃⼰准备两年

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泽东部署批

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元的“评新编历史

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泽东居然还当⾯宽慰彭德怀，甚⾄说出“也许真

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化⼤⾰命”初期，⽑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

略部署”已全⾯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14⽇⽑泽

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

半段更好。”10⽉25⽇⽑⼜在中央⼯作会议上说：“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

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泽东的故伎重施⾃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

那样据理⼒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是采取他独具特⾊的对策：⼀

顶⼆拖。于是，⽑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的，只得想⽅设法“引蛇出洞”、

“轰蛇出洞”，展开了⼀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控制中央组织、宣传⼤权

1970年11⽉6⽇，经⽑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中央组织宣传组

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前进⾏的组织宣传⼯作，实施统⼀管理，中央

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

⼈，由康⽣担任。设组员若⼲⼈，由江⻘、张春桥、姚⽂元、纪登奎、李德⽣

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报、红旗杂

志、新华总社、中央⼴播事业局、光明⽇报、中央编译局的⼯作，以及中央划

归该组管辖单位的⼯作[31]。”⽆疑，这个决定是⽑泽东个⼈作出的，也只有他

才能作出。⽬的就是为了把⼤权牢牢控制在⾃⼰⼿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

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组”⼀样，还是在⽑泽东⼀⼈

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是康⽣，但康⽣其实⾃“九届⼆中全会”后就

称病不起，不再⼯作。该组组员李德⽣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

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

初）⼜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书记

（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泽东的⼀⼤“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

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权落⼊江⻘、张春桥、姚⽂元⼿中。中共中

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权交给⼏个⼈，这是中共党史上“史⽆前例”、绝⽆

仅有的⼀件⼤事。“九⼤”后没有“中央⽂⾰⼩组”了，新成⽴的这个“中央组织宣

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组”的“借⼫还魂”，⽽且权⼒更⼤了。江⻘等⼈凭

借这⼀⼤权，做了许多坏事。

（⼆）“⼤批判开路”

1970年11⽉16⽇，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

全国性的“批陈整⻛”运动，主要批判“阶级⽃争熄灭论”、“唯⽣产⼒论”、“唯⼼主



义先验论”。批“阶级⽃争熄灭论”是告诉国⼈，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

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出现了；批“唯⽣产⼒论”是针对陈伯达的

“九⼤”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们以为“九⼤”后会结束“⽂化⼤⾰命”进⼊经济建

设阶段的念头；批“唯⼼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届⼗⼀中全会”确认的

“天才论”。

⽑泽东在⻩永胜等⼈的检讨上批注了⼀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

个国⺠党反共分⼦，混⼊党内以后，⼜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贯跟

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泽东过去⻓期任⽤陈伯达作

⾃⼰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化⼤⾰命”⽴下汗⻢功劳的“中央⽂⾰⼩组”组

⻓。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个“国⺠党反共分⼦”，⽑泽东却⼀直重⽤他，岂

不是故意帮助敌⼈在最⾼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为陈伯达加的这

些“罪名”，恐怕⽑⾃⼰也不⻅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不择⼿段地

给昔⽇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已。

这⼀系列批判表⾯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惯⽤的

“⼤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个“接班⼈”刘少奇之前，⽑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

对“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化部的“⼤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

⻛”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制造舆论。在1971年4⽉15⽇⾄29⽇召开的中

央“批陈整⻛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的批判终于扩⼤成了对“中央军

委办事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政治上的⽅向、路线错

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5⼈都是林彪倚重的军⽅主要领导

⼈，此时“批陈整⻛”运动真正的⽭头所向就⼗分明显了。

1970年12⽉18⽇，⽑泽东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

扬⽑的“四个伟⼤”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泽东批准，“⽑

主席会⻅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

⽑藉此向全党暗示，⾃⼰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件特别注明：已经⽑主席审



阅）。“⽂⾰”初期⽑泽东⼼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的颂扬，唯恐“个⼈迷信”之

⻛不烈，如今⼜改⼝说“四个伟⼤”讨嫌，实在是翻⼿为云、覆⼿为⾬，是⿊是

⽩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18⽇，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

加⻄亚访问外地的⼏点反映”送⽑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亚在

井冈⼭参观时对讲解员闭⼝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这两段史实提出

意⻅，认为这样讲外国⼈不容易理解。⽑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

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年多以前的“九⼤”上，周恩来在

⼤会重点发⾔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部分起义部队⾛

上井冈⼭，接受⽑主席领导的⼀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贬低

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

么，⼀切都是⽑主席，我如果跟着贺⻰、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

⾃⼰对⽑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

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到

了1971年春，⽑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

地要求调整“⽂⾰”以来贬低朱德的官⽅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泽东采取了⼀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后来⾃

鸣得意地说：“庐⼭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个是甩⽯头，⼀个是掺沙

⼦，⼀个是挖墙⻆。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的材料，批发了三⼗⼋军

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的座谈会，根本不批

陈，我在⼀个⽂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头，加上批语，让

⼤家讨论，这是甩⽯头。⼟太板结了就不透⽓，掺⼀点沙⼦就透⽓了。军委办

事组掺的⼈还不够，还要增加⼀些⼈。这是掺沙⼦。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

⻆[36]。”



所谓的“甩⽯头”是要打击林彪等⼈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事表明，

⽑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针插

不进⽔泼不进”⼀样；“挖墙⻆”（⼜作“挖墙脚”）则更是⽆中⽣地有把北京军区

看成了林彪的“墙⻆”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头主义的窝⼦”[37]。⽑

泽东最担⼼的是⾸都北京发⽣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要设法“换

⻢”。当时北京军区的第⼀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由于⽑对

此⼆⼈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主持的“九届⼆中全会”华北组会

议的简报钦定为“反⾰命的”，然后以此为借⼝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

⼭⼆⼈遭受⻓期迫害。

（四）“敲⼭震⻁”，逼林彪认罪

⽑除了⽤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

作等⼈检讨的批示，“敲⼭震⻁”，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中全会”后，

⻩、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检讨，⽑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

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些语句⼴为⼈知。例如，⽑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

⼏个⼈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过，”“中央委员会

有严重的⽃争[38]。”⽑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道消息，经

不起⻛浪，”“九⼤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路线

抛到九霄云外，反九⼤的陈伯达路线在⼀些同志中占了上⻛了[39]。”再如对刘

⼦厚（时任河北省⾰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书记，“⽂化⼤⾰命”前的河

北省省⻓）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久，虽有庐⼭半年

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19⽇才讲出⼏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

贼船难。⼈⼀输了理（就是⾛错了路线），就怕揭，庐⼭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

⽓，不知跑到哪⾥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的⼀句话：“此件留待军

委办事组各同志⼀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法，

对⻩、吴、叶、李、邱等⼈的态度甚⾄⽐“⽂⾰”初期对刘少奇、邓⼩平的态度

还要严厉，堪称“史⽆前例”。⽽与此同时，⽑泽东对在“九届⼆中全会”上发表了

与⻩、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信任依赖

汪东兴，对汪的⾔⾏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尊⼼重，对⽑泽东⼜很了解，他很清楚⽑泽东的指责⽆⾮是“欲

加之罪、何患⽆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

场。当年的国防部⻓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泽东强加的

“罪名”并且⼀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普回

忆，“九届⼆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

详，⽑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不得⽽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林⼆⼈都没有

当真的。1971年2⽉20⽇，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

整⻛“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

地将此件只批给“周、康阅后，退军委”[43]，⽽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

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时拒绝与被整者⾯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

唯⼀出路”，这是⽑泽东的⼀贯⼿段。“⽂⾰”前⽑泽东整总参谋⻓罗瑞卿时，罗

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泽东、林彪⻅⾯，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

阻⽌[44]。罗瑞卿有⼝难辩，在“墙倒众⼈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杀未

遂。⽑泽东对林彪还是⽤的这⼀套，然⽽⽑是不会承认这⼀点的。相反，⽑在

“九·⼀三”事件发⽣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

明是撒谎。



据李⽂普回忆：“九届⼆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泽东，谈⼀谈，但⽑

泽东⻓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之间的关系发⽣了急剧

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

述⼀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泽东很多次，“就是⻅不上。后来没办法才

找江⻘，他最讨厌江⻘，但⼜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去⻅⽑主席，”就在这时

江⻘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主席赶紧去，⾛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

台，现借江⻘秘书的刮脸⼑刮了刮，照⽚拍了，但还是没⻅上⽑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统⼀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正式地颁布

“最⾼指示”，全党与全军⼲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更不“允许发

表反对意⻅”，对⽑的意⻅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泽东这⼀次为了打

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件，⼲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

个⼈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约⻅各地军政⼤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

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看到我年纪⽼了，快要上天了，他们

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

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

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中全会的议程和九⼤路线”；“林彪那个讲话，

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向错误，

改也难”；“庐⼭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再诬指林彪等⼈在庐⼭会议上搞“反⾰命政变”的纲领之

⼀是“要当主席”[48]。然⽽，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事实依据，太“莫须有”

了，所以“九·⼀三”事件之后，当⽑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



话时，⼜⾃⾏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

席”。⽑泽东的蛮横⽆理、任意诬陷、信⼝捏造，由此可⻅⼀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

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的问题没有

完；上纲⽐以前更⾼；⽭头指向⾸⻓（林彪）。他的概括⼀点也没有错，林彪

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泽东不在中央⾼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讲，党中央

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去煽⻛点⽕，动员打倒他⾃⼰

钦定的“接班⼈”、党中央唯⼀的副主席。但⽑同时⼜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

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

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套[49]。”如此作为的⽑泽东居然还道貌

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克思主义，不要搞修

正主义；要光明正⼤，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层，谁在搞

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了然的吗？

⽑泽东把林彪逼到这⼀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

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

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他

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他理论修养更⾼、政治

⽃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期折磨，于

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是坐牢，

⼆是从容就义[50]。”但叶群、林⽴果⼜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

的“九·⼀三”事件。

对“九·⼀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些⽂章指出了官⽅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

出了⼀系列疑问。1971年9⽉13⽇凌晨，当⽑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

乘坐25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今仍然扑朔迷离。⾼

⽂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度萌



⽣了打退堂⿎的念头”[51]；在林⾖⾖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林彪的出⾛⽽未

“全⼒阻⽌林彪从北戴河出⾛”，可以阻拦256号专机起⻜⽽“没有⼈出来拦

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本来就是⽑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路线”的破产，宣告了“⽂化⼤

⾰命”的破产，也是对⽑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命”说法的

致命⼀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泽东多年来精⼼编织的“以⽑

主席为⾸、林副主席为副的⽆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路线”等神

话，在亿万炎⻩⼦孙的⼼中引发了⼀场空前的“⼤地震”，唤起了许多⼈的觉

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化⼤⾰命”和

“⽑主席⾰命路线”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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